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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台湾当局的“去中国化”日趋严重。2016 年民进党上台至今，“去孙中山化”渐渐
成为“去中国化”的重要一环，甚至上演了“装饰主义台独”的社会闹剧，影响了台湾年轻人对孙中
山先生的历史认知，并对未来台湾青年的“国族认同”产生重要的影响。曾有台湾中学老师指出，如
今台湾年轻人“连孙中山革命事业中，杨心如在台北成立兴中会分会的事迹也茫然不知”，“这是去中
国化、亡人史的第一步。”[1] 亦导致台湾青年学生对“国父”符号所指涉的中华文化认同感逐年下降。
“台湾年轻人不见得意识上去中国化，但主政者执意为之，这是目前认同错乱的根源之一”。[2] 本文
将在文史教育、学术研究和社会媒体三大领域，深度梳理近二十年台湾关于孙中山先生的表述变迁，
把握台湾当局对孙中山形象的解构动机、原因和目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统一思想一直是中国人与海
外华人的最大公约数，对于台湾年轻人亦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一、认知变迁的问卷调查与问题的提出
青年学生对历史人物的集群认知是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学习中逐步培育起来的，对同一历史人物的
价值判断和认知心理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和集群性。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台湾学者王明珂曾对台湾地区
中学生做了一项关于社会历史记忆的调查，其中有三项调查结果与孙中山先生密切相关，第一项是“请
写出十个本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结果显示孙中山的出现率高达 57.4%，排在第一位；第二项是“十
个与台湾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结果显示孙中山的出现率占 26.3%, 排在第 4 位；第三项是“十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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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事件”，结果显示“国父革命”的出现率占 41.7%，排在第 5 位。[3] 由调查数
据可见，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台湾青少年对孙中山先生的认知率和崇敬度相当高。
为使本研究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社会调查基础上，本课题组 2014 年亦展开了“两岸青年对现代文化
的认知”调查问卷 [4]，问卷调查了大陆和台湾青年对孙中山的评价。经由问卷数据分析，两岸青年学
生对孙中山的认知差异表现如下：
图 1：两岸青年学生对孙中山的评价
                              
由上图可以看出，大陆青年有 84.7% 选择了“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29.5% 选择了“国父”，
12.8% 选择了“现代中国的缔造者”，选择“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言而无信，刚愎自用”
两个负面选项的比例都在 4% 以下；而台湾青年有 58.4% 选择了“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66.8% 选
择了“国父”，22.1% 选择了“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其他负面选项也在 5% 以下。由此可见，两岸
青年对孙中山的认知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其的称谓上。大陆惯称孙中山为“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而
台湾更多将孙中山尊为“国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负面评价中，台湾青年的比率高于大陆青年，
我们或可在近些年台湾部分历史教科书加重了对孙中山先生的人事矛盾论述和社会媒体的负面评价中
找到根源。
一般而言，对同一历史人物的多元解读具有合理性，因为评价者的教育经历、政治立场、文化观
念各不相同。但近二十年台湾关于孙中山先生的表述变迁呈现出渐进拉低的趋势。本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三方面：第一、台湾教育当局启动文史教育的“本土化改革”，有关孙中山先生的篇章被删改，
史实观点发生变更，论据被替换，从原本的敬称“国父”，到直呼名字，再到简称孙，这些表述变迁
影响了台湾青年学生对孙中山原初形象的接受。第二、在学术研究领域，孙中山研究从前些年的热门
研究议题转而遇冷；第三、台湾社会媒体推进“装饰主义台独”，以政党意志凌驾于历史史实之上，
多领域“去孙中山化”，并将之视为批判性的修正。
为什么台湾对孙中山先生的解读和接受发生如此大的翻转？我们有必要将这种翻转放置于历史人
物意义链的连续性的生产和接受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分析，更深入地了解相关演变如何渐进地发生？
改变论述的媒介以及促动其改变的外力来自于何方？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关注台湾文
史教育领域对孙中山先生的表述变迁，拟以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国立编译馆”版、龙腾版、南一版、
三民版、翰林版等）对孙中山的差异介绍和评价更迭为重点；其次辅以学术界特别是研究生所撰写的
以孙中山研究为题的学位论文，考察近二十年来台湾青年学生在“去中国化”脉络下对孙中山先生的
接受与研究实况；最后，聚焦近年在台湾社会媒体等领域所进行的“装饰主义台独”闹剧，进而阐述
两岸青年的集群差异产生的重要根源和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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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二十年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对孙中山先生的表述变迁
学校文史教育往往对学生的史观建构及其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认知起到重要的作用。文史教育受现
实政治权力的影响颇深，负责培植青少年集群性的共同认知和文化观念。在两蒋时代，坚持中国史的
主体论述，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延用大陆时期之用本，台湾作为中国之一省的地位及“国父”的历史地位，
自不容置疑。[5] 虽然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几次课标修订 [6]，台湾史的内容有所增加，但总体而言，
重点仍在强化中国史观。1987 年“解严”以来，台当局退出课本编辑，陆续开放中小学课本给民间厂
商编纂。李登辉上台后，在 1994 年的“国民中学”课程标准之中，增加了《认识台湾》的“社会篇”、“历
史篇”和“地理篇”各一册，显示台湾史的比重和地位在不断提升。由此，台湾的教育开始加强台湾“本
土主体性”。1997 年，王明珂曾对台湾“本土化”教育将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历史记忆发表看法：“八十
年代末以来台湾积极进行本土化运动，不仅在各级学校课程安排及课业内容上注重台湾乡土知识的传
授，同时在各传播媒体上乡土主体文化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毫无疑问，这些学校与社会的‘本土化
运动’，将深深影响当代台湾青少年的‘社会历史记忆’，以及他们的社会认同。”[7]2000 年，陈水扁
上台后，民进党利用官方资源持续推动“去中国化”，“国父”尊号亦受波及。[8]2002 年，“国立编译馆”
正式退场。三册中国史被挤压缩成两册，大幅删减历史人物和事件，台湾史单独成册。一系列教育改
革在强调台湾的主体意识同时，也淡化和隐藏了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地区的紧密关联性。当我们考察
近二十年台湾历史教科书对孙中山的表述时，会发现不同版本的历史课本已经渐进性地出现表述差异。
接下来将考察其对台湾青少年关于孙中山先生原初印象的影响，并探索由此产生的带有群体性特征的
差异接受。
（一）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称谓变化：从敬语尊称到简称姓
1999 年，台湾“国立编译馆”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册中第二十三章第三节《革命运动》
以及第二十四章《中华民国的创建与民初政局》中多次提及孙中山。在第三节《革命运动》开篇如此表
述：“国父孙中山先生名文，号逸仙……”[9]，使用尊称“国父”；在课本第二十四章中介绍清帝退位、
中华民国成立，课本称孙中山为“孙大总统”。2000 年龙腾版的历史课本，在第六课《要改革还是要革
命》的第三节《孙中山与革命》中，直接删去“国父”和“先生”等尊称，而直接称之为“孙中山”。[10] 
2013 年三民版课本中在第二节《革命运动的发展》的第二部分《风起云涌——革命势力的扩大》中，一
旁的配图介绍“四大寇”：“左起依序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尢列。他们由于同样具有革命理想，
时常一起议论时政，倡言革命，鼓吹共和，被人称为四大寇。”[11]“寇”字原意为盗匪，侵略者，亦指
敌人。如果没有授课老师的正面引导，很容易让学生联想到负面的意涵。事实上，此处出现“四大寇”
的原初语境是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提出的：“……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
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
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12]，这里的“寇”非贬义，而是含有赞扬
革命者之褒义。这些历史教科书中所引述的四大寇称谓并不能代表孙中山的身份称谓。历史教科书不加
分析地引用革命早期的称谓，容易导致学生的认知混淆。
（二）逐渐淡化并删除孙中山先生与台湾革命关联性的史实陈述
1999 年，台湾“国立编译馆”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描述孙中山建立兴中会时，介绍其与台
湾相关联的部分：“（孙中山——笔者注）并派陈少白到台湾，于是年十一月，在台北成立兴中会分会，
以结合志士，共同为祖国革命而努力。……命郑士良在广东惠州举义，并亲来台湾策划接应。”[13] 课文
谈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虽屡遭失败，对台湾人却起到了颇为重要的激励作用：“两年之间，虽遭六
次失败，但革命党人舍身革命救国行动，却使国人景慕风从，即在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亦不例外。兴中
会既曾在台湾设立分会，同盟会亦于宣统二年，在台北设立分会，由翁俊明主持。次年之广州黄花岗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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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支持和亲往参加者均不乏人，罗福星即为其中之一。”[14]2013 年三民版课本中只用了简短的 6 行字
概括，且只字未提与台湾相关的部分。其他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孙中山先生与台湾革命的记述也基本未
如实呈现。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版教科书遮蔽了孙中山与台湾革命的关联性。
（三）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被简单化记述，多版本教科书一致增补人事矛盾记述
对照大陆高中人教版历史教科书，其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很详细，从性质到对清政府统治的打击以
及对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作用，皆有所提及，而台湾的教科书则避开阶级性质的论述，没有集中论述辛
亥革命的意义，例如南一版正文中仅用 60 余字总结辛亥革命的意义，三民版和翰林版更是没有专门论
述其意义，而是直接以“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来对此内容进行总结。如今的台湾教科书还增加了孙中
山在“护法运动”后与陈炯明不合一事，且不同版本的教科书有不同的细致描述，如三民版是这样表述
的：“1922 年陈炯明与孙中山不合，炮轰总统府，最后孙中山联合云南与广西军阀赶走陈炯明，重返广
州。”[15] 而翰林版本则是这样描述的：“1920 年，孙中山结合陈炯明回师广州，恢复军政府，但两人关
系随即因主张不同而恶化。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一度避居上海。”[16] 三民版的“重返广州”
与翰林版的“避居上海”可以看出两种版本的教科书对同一事情的表述产生差异。此外，南一版本也有
不同的描述：“孙为贯彻北伐主张，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内政总长之职，保留陆军总长，
并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陈氏愤而返回东江故乡，其部将发动兵变，孙几乎罹难。”[17] 此处表述陈炯明
的离开为“愤而返回”，与前述三民版的“孙中山赶走陈炯明”有出入。此外，1999 年的“国立编译馆”
版介绍“武昌起义”的意义时，用“起义”等褒义词，并正面描述：“湖南的光复，使武汉可以获得直
接的援助；上海的光复，使革命军饷械获得供应，并大动国际视听；南京的光复，奠定革命军在长江下
游的基础。”[18]2013 年三民版课本中介绍“武昌起义”时，用“武昌起事”[19] 这一中性意义的词语来替换，
且有意省略大篇幅关于辛亥革命积极意义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教科书中所引述的历史事件并不
能代表孙中山的重要历史活动。
“教科书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从来都不是无意识形态与无政治的，正好相反的是，无论我
们习惯或不习惯、看到或看不到、承认或不承认，教科书作为一种族群竞相发声的场域，可以将某种
特定知识普及化、正当化与合法化的白手套，呈现出一种权力与政治倾轧后的图像，而教科书内容的
变迁，则体现了这些权力倾轧的轨迹，尤其是在历史理解、诠释与教学范畴中，特别变化多端又模棱
难解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议题，是如何与教科书的内容彼此刻划，经常竭尽历史、文化以及教科书研究
者的心力”。[20] 这些对孙中山革命功绩避而不谈的做法，正好契合了台湾教育部门对这部分内容变化
的说辞：“孙中山的个人经历、故事可说明一些，革命细节不必交代，千万不要缕列十次革命的内容
或经过。”[21] 对于历次酝酿着统“独”之争的课纲改革，部分台湾学者秉持反对态度，台湾师范大学
历史教授廖隆盛认为，台湾依旧应该继承五权分立的“中华民国”精神，在提到台湾政治史时，他指出：
“不能不提辛亥革命、北伐、中日战争、国共内斗等早期实施宪政的历史过程，所以高中教科书台湾
史，怎能排除中华民国建国史？”[22] 同期，李名扬亦指出：“……硬要在编写课程时一刀切成两半，
又对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使用具有政治价值判断的否定用词，很难不让人觉得‘历史在为政治
服务’。”[23]
综上所述，在台湾中学文史教科书中，关于孙中山先生的表述出现较大的变化，孙中山先生与台
湾革命的关联被人为切割，孙中山所主导的历史活动介绍删减，并不能客观完整地展示孙中山的历史
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话语争夺的场域，它具有通过书面语言
完成传递意识形态、形构历史观念的诸多政治性功能。曾有人指出，教科书是政治的产品，也是经济
的产品，教科书政策是文化的政策，是政治的政策，也是经济的政策。其中历史教科书的撰写所牵涉
到的范围更加广泛而复杂。[24] 台湾关于孙中山形象的重构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是台湾当局传递意识形态，
形构新的历史记忆的意图，这些重构将极大地影响台湾青少年群体对孙中山先生的接受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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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来孙中山在台湾多领域遭遇“装饰主义台独”
台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一度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经济腾飞的榜样，这或许要与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在台湾的实践相联系：“自从 1950 年孙氏学说在台湾实施以来，台湾已经由一个落
后的农业社会蜕变称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这个划时代的实验可以用五个标准来衡量，此即：经
济成长、经济稳定、生活水准、所得分配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25] 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孙中山先
生都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尊崇和敬仰。而近几年，台湾地区的“去中国化”运动中，包含了大量“去
孙中山化”思潮和活动。仔细考察相关表述变迁的动因，会发现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两岸政治的分立体
系。特别是近年因台湾政党意志凌驾于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不免陷入主观的“集体意识形态”的泥淖，
甚至将孙中山视为外国人。当这种对孙中山先生表述的连续性发生断裂，比较显性的是社会媒体层面
对孙中山先生关注焦点的偏离，然后是深层次的学界带有倾向性研究成果的发挥影响，而影响最深远
的则在文史教育领域，最终影响台湾青年学生的“国族认同”。
（一）台湾学界关于孙中山先生研究转而遇冷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对孙中山的研究一直在推陈出新，尽管这些研究难以从时间上加
以精确分断切割，但还是可以根据研究进程的不同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1949-1966）、复苏与发
展阶段（1976-1989）和持续发展与前进阶段（1990-2008）[26]；在台湾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
期是蒋介石、蒋经国在台时期，这是孙中山研究在全岛兴起与不断发展的时期，第二时期是李登辉与
陈水扁先后上台，展开“去中国化”教育以来，这是全岛孙中山研究由发展逐渐走向衰退的时期。[27]
进入本世纪，台湾硕博士研究生对孙中山的研究兴趣明显下降。台湾的研究生人数逐年增长，根
据台湾“内政部”2015 年的统计，台湾十年内增加了 72.5 万硕博士生，增长率高达 140%。[28] 但是与
持续增长的人数相反，台湾研究生的孙中山关注度却下降了。笔者以“孙中山”及“孙文”为检索词，
检索时段为 1982 至 1999 年，在“台湾博硕士论文加值知识系统”中查找到硕士论文 37 篇，博士论文
11 篇。而 2000 年至 2017 年，台湾硕士论文 16 篇，博士论文 9 篇，硕博士论文数量明显低于之前 18 年。
这些论文主要关注孙中山革命思想、教育文化影响等面向，如黄彩碧《“我国国民小学”品德教育之
研究——兼论孙中山道德思想的启示》（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谢育达《多元文化主义
与孙中山文化思想——兼论台湾文化发展之出路》（“国防大学”硕士论文，2012 年）、尹怡凡《孙
中山的教育思想与民初的教育发展》（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年）、冯先祥《同天不同公——
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大同世界之比较》（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5 年）等。
台湾年青学者的孙中山研究趋冷，澳门理工学院名誉教授邵宗海在“第二届两岸孙学研究青年学
者论坛”上表示，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后，台湾以孙中山思想和三民主义命名的研究机构纷纷改名，
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多数学者也相应改行，台湾青年普遍不愿投入孙学研究，人才呈现断层，他希望致
力发扬孙中山学说。[29] 台湾教育教学资源逐步被“台独意识”学者把持，教育行政部门更是与这些学
者联合，将“去中国化”的台湾文史研究成果导入到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去孙中山化”从隐藏式转
向深层次教学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恶劣而深远。
（二）近年台湾政党法案、社会媒体的“装饰主义台独”
台湾部分政党和媒体联合推波助澜“去孙中山化”思潮和运动，在“装饰主义台独”方面下功夫。
2016 年 2 月，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曾提出“废国父孙中山遗像”的主张并要求修改“宪法”从而不必
再向“国父”遗像鞠躬；同一时间，民进党民代会提案修改相关法案，要求“政府机关及学校不再悬挂
孙中山像”，民调显示，当询问民众认为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的礼堂和集会场所应悬挂台湾“国旗”、
“国父”遗像还是“元首玉照”（可多选），83.2% 认为应该悬挂“国旗”，只有 58.1% 认为挂“国父”
遗像 [30]；蔡英文上台后，即取消“遥祭孙中山寝陵”，民进党更声称“转型正义必须从停止膜拜历史人
《台湾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 81 ·
物开始”。孙中山先生纪念馆和纪念活动被社会媒体反复炒作，例如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高雄中山大学，
原本将孙中山先生铜像摆放在校园中心，并以孙中山诞辰日为校庆日，自 2016 年政党再次轮替之后，便
传出铜像移除的声音，2017 年学校为此成立“铜像处理委员会”，并称吸取各方意见后，再决定铜像的
去留。[31] 诸多与孙中山关联的纪念馆或纪念像遭到不同程度的取缔和损毁，每逢“二二八”纪念日，孙
中山铜像都会成为关注焦点，如 2016 年宜兰市中山公园内的孙中山铜像，被“台独”分子喷上“中国国父”
字样的红漆，且铜像被红色塑料袋盖住脸。[32] 2017 年 2 月，台南市汤德章纪念公园的孙中山铜像的基座
被拆除，该铜像在过去被拉倒后，国民党曾发起募捐修复铜像，然而台南市政府后续并未采取任何修复
行动，且相关委员会作出新决议：拆除基座并且不再放回铜像。[33] 民进党所推动的一系列“去孙中山化”
修案旨在逐步割断两岸的联接，进而切断和中国大陆的思想关联，为“台独”做铺垫。这一系列“去孙
中山化”的行动和举措，也直接影响台湾普通民众对孙中山的认知和接受。对此，台湾《联合报》批判
这种利用旁门左道来满足“台独派”的做法，只是在幻想中产生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高志鹏要求‘去
孙中山’，王定宇要‘尊郑南榕’，陈其迈要‘垄断二二八’，恐怕只能视为一种‘装饰主义’式的‘台
独’路线。”[34] 潘朝阳亦指出：“他们否定郑延平到孙中山体系的台湾文化中的中华性，他们也否定郑
延平和孙中山的台湾性格，其实也是否定台湾属于中华，他们目的是试图不费一枪一弹地灭掉中华民国。
他们肯定的是美日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中华性或无中华性的台湾。”[35]
四、结语
“国父”、“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等，都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名词，这是两岸人民
无论如何都避不开的共同历史记忆。孙中山希望国家能早日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
行列。“‘中山精神’精髓‘振兴中华、统一中国、增祖国之荣光’的核心论述，感动引领了我们一代
台湾人，它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宝贵资产，是两岸未来统一的重要国族精神支柱。”[36] 台湾文化大学历史
系教授王仲孚所指出的民进党这种所谓“民主进步”、“多元文化”以及教科书“一纲多本”，实质上
却是“比戒严时期还要威权、还要独裁的‘文化台独政策’”。[37] 曾有台湾媒体宣称历史表述的“去中国化”：
“历史的论述空间远比科学大，许多历史表述用语会因时因地而变……认同过去如同浮云蔽日的台湾主
体史观，能拨云见日，而过去被国民党无限扩大的中国，也有可能被“冥王星化”。[38] 对历史人物的阐
释和解读，有必要梳理人物诠释史，这样会比较清楚地看出不同政党对历史人物的诠释标准，也会更深
刻地观察到不同时代对历史人物有选择的记述，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历史人物不停被建构和解构的
真相。
诚然，由于 20 世纪后两岸历史脉络的分轨，对于孙中山先生的解读保持各自的开放性诠释和解读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同一历史人物的评价，能否秉持客观精神，保留其中必要的叙述和评价而不加
入政党好恶，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孙中山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思想者，他是民国时代民族意识
的最高点。也因此，我们可以将对历史人物延续性的解读看作两岸年轻人正视差异，理性对话的重要
一步。两岸年轻群体携手构筑起一系列的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对话平台，相互包容，理性对话。
注释：
[1] 曹若梅：《欲灭其国 先亡其史》，台湾《中国时报》2018 年 1 月 6 日，第 A14 版。
[2] 简立欣：《扁“政府”95 课纲去中国化大推手》，台湾《旺报》2016 年 7 月 8 日。
[3] 王明珂：《台湾青少年的社会历史记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 年 6 月，第 4、6 页。
[4]“两岸青年学生对现代文化的看法”调查问卷是课题组发放的总题为“两岸学生历史文化教育认知状况”调查
问卷系列之一，还包括“两岸青年学生对台湾政治文化的看法”“两岸青年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看法”“两岸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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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地域文化的看法”“两岸青年学生对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两岸青年学生对历史人物的看法”等系列问卷。本
问卷自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在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两岸
20 余所大学，面对本硕博先后共发放问卷 1500 份，回收 1207 份，回收率 80.5%。在回收的问卷中，无效问卷 114 份，
有效问卷 1093 份，有效率 90.6%。大陆版有效问卷 696 份，台湾版 397 份。调查对象重点放在两岸高校正在攻读本硕
博学位的学生群体。
[5] 魏文享：《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学术月刊》，2011 年 6 月，第 150 页。
[6] 1971、1972、1983、1985 年修订台湾高中历史课标。
[7] 王明珂：《台湾青少年的社会历史记忆》，《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 年 6 月，第 3 页。
[8] 魏文享：《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学术月刊》，2011 年 6 月，第 151 页。
[9]“国立编译馆”： 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 年 8 月，第 60 页。
[10] 李孝悌编：《历史》下册，新北：龙腾文化事业公司，2000 年，第 75 页。另，南一版教科书也用到“起事”
二字，详见林能士主编：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第二册，台南：南一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8 月，第 243 页。
[11] 薛化元主编：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第二册，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2 月，第 242 页。
[12] 孙文：《孙文学说》，上海：三民公司，1929 年 5 月，第 98、99 页。
[13]“国立编译馆”： 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 年 8 月，第 63 页。
[14]“国立编译馆”： 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 年 8 月，第 66 页。
[15] 李福钟、古伟瀛、王世宗主编：《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第三册》，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8 月，
第 15 页。
[16] 刘景辉、高明士主编：普通高级中学《历史 3》，台北：翰林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第 13 页。
[17] 林能士主编：《普通高级中学 历史第三册》，台南：南一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8 月，第 12-13 页。
[18]“国立编译馆”： 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 年 8 月，第 70 页。
[19] 薛化元主编：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第二册，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2 月，第 244 页。
[20] 陈昀萱：《东亚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设计——认同政治与跨国界渴望》，台湾《教科书研究》，第七卷第三期，
2014 年 12 月，第 193 页。
[21] 李名扬：《“中华民国史”割裂 中国史台湾史分离》，台湾《联合报》2004 年 11 月 10 日，A1 版。 
[22] 张锦弘、李名扬：《学者：“中华民国创建史”不应该被台湾史“排除”》，台湾《联合报》2004 年 11 月 10 日，
A3 版。
[23] 李名扬：《“中华民国史” 硬被一刀两断》，台湾《联合报》2004 年 11 月 10 日，A3 版。
[24] 李世达：《台湾化与去中国化——高中历史教材中台湾史书写的批判话语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
2009 年，第 1 页。
[25] 郑竹园主编：《孙中山思想与当代世界》，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 年，第 314 页。
[26] 尚明轩：《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 9 月，
第 16-19 页。
[27] 周兴樑：《我国台湾 50 多年来的孙中山研究鸟瞰》，《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 年第 4 期，第 7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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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s Expression Changes and Image Construction of Sun Yat-se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Zhang Yu & Xu Jia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some expression changes of Sun Yat-sen in Taiwan, which 
are mainly in three fields: history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history textbooks of 
Taiwan’s middle schools, the relevant chapters have been deleted or modified, some facts and history of Sun 
Yat-sen have been replaced. Some important expression changes have affect the young students’ acceptance of 
Sun Yat-sen's original image, these changes will rewrite the futur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perception of 
Sun Yat-sen, which will bring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studies, research of 
Sun Yat-sen was hot in the previous years, however it has been neglected in the recent years, a few intellectuals 
use the idea "De-Sinicization" to affect the history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field of social media, after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came to power in 2016, "De-Sun Yat sen" has gradually becomed an 
important part of "De-Sinicization", there even have been some " Decorationism in Taiwan independence" 
farces in Taiwan. Today, the expression changes have influenced the Taiwanese history cognition of Sun Yat-
sen, and may also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un Yat-sen; Expression Changes; National Identity
